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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深度偽造技術創造出的智

能欺騙，衝擊人類「有圖有真相」、「目知眼見」的真實性認知傳統。研

究考察229位受訪者對深度偽造圖片的真實認知表現，發現識別AI深

度偽造圖片的準確率僅有39.3%。性別類型和AI技能經歷的不同，並

不會導致甄別水準有顯著差異，但受訪者觀看文化接近性不同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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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在辨識水準上有顯著差異。研究認為人工智慧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深度偽造技術已經超越了恐怖谷理

論（uncanny valley）1的閾值，虛假線索資訊丟失導致受訪者陷入決策的

隨機性，對合成圖像真實性認知的不確定性增強。如未來不能正視真

實性危機，人類社會的真實認知將可能被顛覆，「資訊災變」和「現實冷

漠」的社會風險就有可能到來。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慧、深度偽造資訊、智能欺騙、虛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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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deception created by deep-fake technology in generative AI 

impacts the human tradition of “pictures do not lie” and “seeing is believing” 

perception of authenticity.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ability of 229 participants to 

discern the authenticity of deeply faked images and reveals that accur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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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ing AI-generated deepfakes stood at only 39.3%.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experience with AI skills did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reening 

levels, but respondents viewing visual content with varied cultural proximit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recognition level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generative 

AI’s deep forgery technology has exceeded the threshold of the “uncanny 

valley,” where the loss of information about false cues leads to randomness in 

decision-making and increased uncertainty about the perceived authenticity of 

synthesized images. If this authenticity crisis is not addressed in the future, the 

perception of truth in human society may be subverted, and the social risks of 

“information catastrophe” and “reality indifference” may become actualized.

Keywor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fake information, intelligent 

deception, fals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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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國攝影師貝亞德（Hippolyte Bayard）1840年捕捉了名為「溺水者

的自畫像」的影像，這張照片因成為歷史上首張公認的偽造照片而「聲

名鵲起」。自此以後人類社會圖像操縱偽造技藝亦日臻「完美」。詩人波

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對攝影這一新興媒介嗤之以鼻，認為它

是繪畫的勁敵，為那些「才疏學淺」、「懶惰成性」的畫家提供庇護所。

如今生成式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已嶄露頭角取代了

原有的圖像偽造技術，成為人類原創性產物的顛覆者。德國藝術家埃

爾達格森（Boris Eldagsen）曾憑藉DALL E2軟體創作的圖片《偽記憶

症：電工》 （Pseudomnesia: The Education）榮獲索尼世界攝影獎的最高

榮譽，然而他最終卻拒絕領獎，此舉引發廣泛爭議。以Midjourney、
DALL-E、Stable Diffusion等為代表的生成式AI軟體，所生成的深度偽

造圖片已經達到了肉眼難以分辨真偽的地步。這就導致圖片在視覺文

化時代的資訊傳播中佔重越來越大，大量的AI合成虛假照片充斥在社

交媒體上，使人們對資訊的權威性和真實性產生實質性懷疑，並威脅

新聞的可信度。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 1994, p. 47）在其著作《擬像

與仿真》 （Simulation and Simulacra）中曾對超真實狀態進行過描述。他

認為模擬物的模擬過程始於真實的複製品，隨後逐漸演變為不真實的

模擬，即生成複製品的副本。最終這種圖像（副本之副本）變得與原始

圖像截然不同，從而形成了超真實的狀態。

在此種情境之下現實與表像之間的界限逐漸被消融，致使我們難

以區分超現實與人類存在的本真狀態。當前AI技術的蓬勃發展引領了

數字擬像新時代的降臨，生成式AI技術正逐步將人類社會推入到一種

名為「數字超真實」的新型現實狀態。在這種由AI所構建的模擬環境，

真實已不再是先驗的存在或一種現成之物，而是經過精心構造與打磨

出來的「人工真實」，其在虛幻的模擬場景中得以呈現（段偉文，2020：
108）。生成式AI技術具備創造超高逼真度圖像的能力，無疑會加劇我

們與現實世界的疏離，並推動人類越發深陷於精心構建的虛擬實境之

中。深度偽造圖片的視覺框架，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符號化的認知系

統，視覺內容構建起有別於話語修辭的另一種修辭範式，對閱聽者發

揮強大的勸服功能（劉濤，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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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視覺數字欺騙技術的疊代升級，人類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將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深陷難以區分何者為真實，何者為人為製造的境地。

由演算法編織的模擬或超現實世界裏，正如波斯特（Mark Poster; 1988）

所深刻指出的，意義與現實的界定將失去參照物，失去依託與根源，它

們將游離於表徵邏輯的既定框架之外，以獨立而自治的姿態運作

（Baudrillard, 2001, p. 7）。AI生成的視覺誤導資訊，具有煽動恐慌、散

播謠言以及操控公眾輿論的巨大風險，並由此可能產生災難性的連鎖反

應。以2023年5月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五角大樓爆炸偽造圖片為例，

該圖片曾一度導致美國股市出現劇烈波動，顯示出不容忽視的破壞力。

生成式AI製造的視覺誤導資訊，已成為當今社會治理中不容小覷

的重要議題。一方面，深度偽造技術的AI照片製造出極其逼真的智能

假像，使得事實核查的難度急劇上升；另一方面，這些圖像刻意撩撥

公眾的敏感神經，迎合獵奇與新聞觀點的需求，容易引發受眾強烈的

情感與觀點碰撞，進而加劇視覺誤導資訊的病毒式擴散。可見深入洞

察人類對於生成式AI圖片真實性的感知現狀，對於調整和優化現行的
AI監管政策，以及提出有針對性的虛假圖片治理策略，具有至關重要

的長遠意義。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識別AI視覺虛假資訊

任何運用原始或操控手法，故意誤導或欺詐，製造與現實大相徑

庭的視覺形象，可被稱之為視覺虛假資訊。這種視覺虛假資訊是由不

同程度的模態豐富程度和操作複雜性所決定的（Weikmann & Lecheler, 
2023）。視覺誤導資訊蓄意操控視覺感知，通過篡改圖像激發觀眾「熟
悉的」錯覺，進而歪曲人們的記憶（Nash et al., 2009）。這種篡改不僅提
高了圖像的可信度，更增加了人們作出錯誤決策的風險。Kasra等人
（2018）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反差現象，儘管人們在面對人工
技術操縱的圖像時自認為是鑒別真偽的行家裏手，並事先對偽造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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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充分討論，但他們實際上依然難以準確地鑒別出圖像的真實性。

一項針對人類辨識人臉「深度偽造」圖像能力的調查研究表明，儘管參

與者在主觀上普遍顯示出較高的自信度，但實證數據卻顯示出他們在

識別這些圖像時準確率相對較低（Bray et al., 2023）。類似的研究利用
真實人臉與AI合成人臉的圖片進行對照分析，結果顯示，合成引擎所
生成的面部圖像在逼真度和可信度方面均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水

準，與真實人臉相比其難以辨識的程度顯著提高，使得調查對象在辨

識過程面臨更大的視覺挑戰，難以準確區分出哪些是AI合成的人臉
（Nightingale & Farid, 2022）。所以人們往往會高估自己對偽造圖片的檢
測能力，採用了一種「眼見為實」的啟發式方法進行深度偽造檢測（Köbis 
et al., 2021），對自己水準有限、較弱的檢測能力過度自信。

研究生成式AI深度偽造圖片，是建立在全面挑戰圖像檢驗的新技
術背景下展開的。相較於傳統的虛假圖片研究，生成式AI深度偽造圖
片利用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s）營造極其
逼真的「虛假」現實，獨特的對抗性訓練技術優勢令合成圖像核查「失

靈」。生成式AI深度偽造圖片細節的高還原度和細膩度，是人工偽造虛
假圖片所不具備的，生成的深度贗品不再有明顯的漏洞或缺陷，開啟

了人和機器都無法辨識的視覺欺騙時代。與拼接或複製傳統偽造圖片

的圖像編輯專業門檻不同，生成式AI深度偽造圖片釋放了大量的自動
化視覺欺騙，允許用戶以最簡單的對話指令創建深度偽造品。「視覺恐

慌」不再是偶發事件，大量的視覺欺騙成為常態，生成式AI深度偽造
圖片背後的「全民造假」和「技術濫用」更值得關注。

AI圖片真實性認知研究

Caramancion（2021）所進行的研究數據分析揭示，相較於純文本的

新聞內容，視覺假新聞中的視覺元素更容易激起人們的懷疑，但是純

文本新聞內容在欺詐性方面可能更勝一籌。相較於傳統的純文本和圖

文結合的虛假資訊，AI深度偽造的圖片憑藉更高的感知可信度、豐富

的來源生動性以及逼真的客觀事實呈現，反而更易誤導人們做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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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真實性判斷（Lee et al., 2021）。Hameleers等人（2020）的實驗亦

為該主張提供了佐證，即受眾對於多模態虛假資訊的信任度，無論它

的來源如何，均超越了對純文本虛假資訊的信賴，多模態虛假資訊在

受眾心中佔據了更為可靠與可信的地位。這是因為用戶對於視覺上的

誤導資訊與語言文本資訊的根本性區別有著深刻的認識，根據雙編碼

理論的闡釋，視覺資訊在處理過程中完全獨立於語言文本資訊，圖片

資訊通過非語言處理途徑被人類大腦所識別和理解（Clark & Paivio, 

1991）。從Peirce（1955, p. 100）的解釋可知，圖片通過其索引性創造了

一種現實感，在拍攝的物體與觀察者之間圖像構築了一座物理的橋

樑，在視覺的語境中，虛假資訊的核心支撐在於其索引性質。這種索

引性確保了視覺傳達的真實性與直接性，它是對非仲介環境的物理事

件與事實進行的精準刻劃，從而形成了與物理現實內在證據緊密相連

的「索引」（Hameleers et al., 2020）。這將對受眾對於真實性的判斷產生

深遠影響，使他們忽略所有圖片背後人為操作和篡改的可能性。圖片

的真實性感知離不開細節呈現的上下文背景線索的關聯，「細節問題」

是識別AI合成圖像的關鍵。儘管存在某些合成圖片的缺陷或者漏洞，

可以作為區分真實和虛假照片的線索，但這些缺陷並不總是出現在AI

生成的圖像中（Lu et al., 2023）。

因此受眾對圖片真實性的理解往往並不十分精確。鑒於人類工作

記憶的持續時長與容量相對有限，從認知負荷理論的視角來看，動態

圖像或影像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外在認知負荷。相比之下，靜態圖片並

不會增加額外的認知負擔。為避免認知超載並最大限度地提高資訊認

知效率，人們通常傾向於選擇靜態圖片來獲取大量資訊。圖片的可信

度取決於受眾的感知與解讀，受到圖片資料來源、資訊、媒介以及具

體文本背景的可信度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Pettersson, 1997）。人們之

所會普遍持有「圖片不會撒謊」的堅定信念，其根源在於現實性啟示法

所賦予的經驗影響，這種影響在無形中塑造著人們的認知（Sundar, 

2008）。逼真的圖片內容與現實世界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從而賦予其更

高的可信度。因此當某事物呈現出逼真的外觀時，它更可能被認為是

值得信賴的。憑藉圖片優勢效應，圖片在喚起記憶和識別資訊方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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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優於文字。人類對於事件中蘊含的象徵性資訊的記憶表現出極高的

敏感性（Paivio & Csapo, 1973）。默認真實理論指出，在人際交往中我

們通常傾向於信任他人，認為他們是誠實的，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表明

他們不誠實。同樣我們在接觸到AI深度偽造圖片時也有類似預先感

受，深度偽造圖片難以觸發人們的懷疑機制。在如今資訊超載的環境

中，受訪者很難區分真實資訊與深度偽造圖片，只有當出現明確的懷

疑跡象時，才會改變他們對資訊可信度的評估（Clare & Levine, 2019），

默認真實的存在使得人們辨識AI圖片時難以給出統一相似的可信度。

實際上，對於虛假視覺內容的信任或受圖像誤導，同樣是一個涉及深

度說服的認知過程。

研究問題的提出

GANs製造人們對AI生成超現實圖像的信任，使得肉眼區分真實

和偽造內容造成巨大障礙，人們在識別經過操縱的圖像時往往表現不

佳，從而對圖片可信度評估產生影響。雖然已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著

手於探究人類如何辨識AI生成的視覺誤導資訊，但關於調查對象個體

在性別、技能水準以及文化接近性方面的相關因素，是如何影響識別

虛假視覺資訊準確率的研究仍然相對有限。尤其是目前深度偽造生成

的AI圖片，以其高度逼真的視覺假像特徵影響受眾對真實性的判斷。

然而當前對於受訪者識別AI圖片視覺內容的認知研究仍然較為稀缺，

且鮮有研究關注到個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分辨出真實與AI圖片，不同性

別、AI技能經歷的差異，以及文化接近性的遠近是否會對AI圖片分辨

產生影響，圖片可信度的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

性別在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的能力有可能出現分化。一方面有可

能是受社會分工、技術使用習慣等因素影響，用戶在識別深度偽造內

容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另一方面，生理因素差別導致兩性對圖片感知

的注意力不盡相同（Jiang et al., 2006），視覺注意力模式也可能因性別

而異（Nightingale et al., 2017）。男性對深度偽造技術的認識之所以更深

入，是因為女性普遍面臨性別上的「數字鴻溝」，並沒有更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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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技能知識來接觸技術（Umbach et al., 2024）。有研究表明，雖然

女性在檢測虛假資訊上擁有自信，但女性自信水準與檢測虛假資訊能

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實際檢測能力卻不如男性（Arin et al., 2023）。

結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要解釋不同性別在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時是否

存在差異，故提出以下假設：

H1a：男性受訪者和女性受訪者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上無差異；

H1b：男性受訪者和女性受訪者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上有差異。

AI技能經歷同樣有可能對正確識別虛假圖片有影響。多數時候欺

騙的產生源自個體經驗不足，經驗對於甄別欺騙至關重要，AI使用經

驗在辨別AI虛假圖片的作用就像是「數字免疫力」，經過訓練的使用者

可以動用技術經驗揭示合成圖片的漏洞和缺陷。已有研究顯示AI使用

經驗對於辨別合成圖片確實有顯著優勢，具有AIGC背景（即玩過AIGC

的用戶）的參與者在區分真偽圖片上表現更好（Lu et al., 2023）。另一項

研究也證明具有數字操作訓練和招聘編輯或攝影經驗的個人，比未經

訓練的、沒有AI使用經驗的人更能識別出偽造的圖片（Moshel et al., 

2022）。因此，人們的數字媒體素養和社交媒體使用習慣是評估圖片可

信度的重要因素（Shen et al., 2019）。基於此，不同的技能經歷是否會

導致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存在差異？這裏具有AI技能經歷主要是針對

有AI作圖經驗，即「AI文生圖」的使用經歷。結合現有發現，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H2a：具有AI技能經歷的受訪者更容易辨識出AI深度偽造圖片；

H2b：不具有AI技能經歷的受訪者更難辨識出AI深度偽造圖片。

文化接近性是影響個體對虛假圖片的辨別標準和信任程度的重要

因素。這是因為文化背景會影響觀看圖片注意力的分配方式（Boduroglu 

et al., 2009），受到特定的文化視角影響，處於差異化的文化背景的個

體表露出不同的資訊加工偏好。有實驗對比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者對

偽造圖片的感知後發現，文化的接近性造成一種建設性的錯誤記憶，

產生幻想記憶或者是「錯誤的」熟悉感（Wang et al., 2021）。有學者發現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細節感知的差異對識別欺騙行為有顯著影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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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驗的個人更能夠從中察覺到不同於文化範式細節的異常信號

（Taylor et al., 2017）。文化上的接近性令個人的文化記憶和經歷被調動

起來（Howells, 2019），人們更有可能有足夠的線索資訊來識別圖像。

因此，本研究將文化接近性視為有可能是導致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存

在差異的重要原因，提出以下假設：

H3a：受訪者更容易辨識文化接近的AI深度偽造圖片；

H3b：受訪者更難以辨識文化不接近的AI深度偽造圖片。

研究設計及研究結果

研究通過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獲取受訪者對於生成式AI深度偽造

圖片真實性的認知表現。本研究於2023年12月在南京一所傳媒院校進

行，為確保數據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研究選擇了在課間時段進行集中調

查。問卷發放前進行了20人的小範圍前測，結合受訪效果對問卷的措

辭和題目表述進行調整，並結合了認知訪談了解目標對象對AI深度偽

造圖片的直觀評價。採用克隆巴赫α係數（Cronbach’s alpha）評估後發

現，克隆巴赫α係數為 .925，反映問卷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前為避免

外部環境、時間等其他因素對問卷調查過程的影響，調查對象集中於

課間同一環境進行訪問。受訪者事先並不知曉該研究問卷圖片的真偽

性，圖片辨認順序採用隨機呈現的圖片刺激方式進行，問卷填寫後將

圖片真實性情況均告知受訪者本人，同樣亦告知研究的真實目的。經

過嚴格的篩選，共招募了294名本科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年齡分佈主

要集中在18至25歲之間，鑒於調研所在的學校是以傳媒藝術類專業的

學生為主，女性學生的比例相對較高，佔到了有效樣本的87.8%，而男

性學生則佔12.2%。調研對象遴選的要求首先是互聯網的深度使用者，

需要擁有生成式AI平台使用經歷，並接觸過AI深度偽造圖片。在數據

篩選過程中，研究剔除了未完成的問卷以及明顯不符合邏輯的問卷答

案數據，最終獲得了229份問卷數據。問卷中的圖片素材經人工挑選，

包括18張由AI生成的虛假圖片和18張真實拍攝的圖片，共計36張。
AI生成的偽造圖片均來源於中國外知名的新聞媒體或權威網站，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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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證實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圖片。圖一為用於調查問卷的圖片樣本。

真實圖片則隨機抽取自美國《時代週刊》和新華社的年度照片集，以降

低圖片選擇偏好。這些實驗圖片材料來自中立來源的媒體圖片，避免

有可能導致個人情感反應或與自己周邊環境相關的照片納入其中。受

訪者在回答問題前並不知曉圖片的真實性。真實和虛假圖片均以隨機

排列的方式展示，他們被要求在每張圖片上給出「是」或「否」的回答，

以確定該圖片是否屬於深度偽造圖像。

圖一　教宗方濟各身穿巴黎世家羽絨服的AI偽造圖

註：原圖詳見Huang（2023）

經數據統計分析後，我們觀察到受訪者在辨識真實圖片時的精確

度為58.6%，然而，在識別由AI深度偽造的圖片時，其準確率大幅下

降至39.3%，對比詳細資訊見表一。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調查開始之

前大部分受訪者對自己區分真實圖像與深度偽造圖像的能力抱有充分

的自信，但不足四成的正確率卻揭示了一個巨大的反差，即大多數受

訪者實際上已難以準確判斷AI深度偽造圖像的真實性。這也同時反映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31

眼見不一定為實

出圖片的臨場感更為突出，啟蒙時代以來科學理性為根基的真實觀，

正在被應用「生成對抗網絡」演算法模型的深度偽造技術迅速瓦解。圖

片的憑證效果曾被施瓦爾茨神話為是真實世界的「宣誓證人」與「沉默的

目擊者」（徐笛、梁鶴，2023），擁有生成式AI技術的加持，圖片的視

覺欺騙能力進一步增強。當距離真實世界最近和「在場感」呈現能力最

強的AI深度偽造圖片出現後，個人視覺感官在面對這種「無懈可擊」的

視覺欺騙變得毫無招架之力。

表一　真實與AI圖片辨別正確率對比表

圖片類型 命中個案數（張） 識別準確率

真實圖片 2,414 58.6%

AI圖片 1,620 39.3%

由於性別樣本比例佔比相差較大，為確定性別因素是否會對識別
AI圖片真實性存在影響，研究對個案進行了加權處理，利用卡方檢驗

來判斷樣本性別比例是否與預期存在顯著差異。通過交叉表逐一檢

視，結果顯示p值均小於 .05，意味著拒絕原假設，即不同性別在識別

生成式AI圖片時，其甄別能力並不存在顯著差異。表二展示的是偽造

教宗方濟各的AI生成圖片的卡方檢驗。這一結果揭示了性別因素在辨

別AI圖像真偽的能力上並未顯示出明顯的影響，無論是男性還是女

性，均未能有效地從真實的視覺資料中區分出AI生成的虛假圖像。研

究進一步證明了海德（Janet Hyde; 2005）的性別相似性假說在識別AI圖

片真偽性上是成立的，即男女之間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兩性在動用

認知資源來判斷資訊真偽性的差異消失。

表二　不同性別的卡方檢驗表

卡方檢驗 值 自由度 漸進顯著性（雙側）

皮爾遜卡方 .27
a

2 .87

似然比 .29 2 .87

線性關聯 .03 1 .85

有效個案數 43

註：a
1 個單元格（16.7%）的期望計數小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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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生成式AI軟體使用經驗是否對辨識真偽能力產生影響的 

問題，研究測量題項是「您是否曾經用過生成式AI軟體（如Midjourney、
Dall-E、Stable Diffusion、文心一言等）生成圖片」，對使用過與未使用

過此類軟體的受訪者分辨能力分別進行了卡方檢驗。研究結果如下表三

所示，發現皮爾遜卡方值為3.757，顯著性p值=.053>.05，即拒絕原假

設，即認為兩類受訪者在分辨能力上並無顯著差異。由此可見，即便受

訪者熟悉AI軟體操作或具備一定的AI技術基礎，他們在鑒別極其生

動、逼真的合成圖像時是無力的。視覺形態資訊可以憑藉最直觀的畫面

展示影響人們的態度和情感（劉國強、張思雨，2023），深度偽造的「現

場感」以多模態資訊說服受眾，使之信以為真。僅憑個人直觀的視覺感

受，他們難以準確判斷出那些生成品質越來越高、缺陷越來越少的AI

深度偽造圖像。

表三　不同AI技能經歷的卡方檢驗表

卡方檢驗 值 自由度
漸進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單側）

皮爾遜卡方 .11
a

1 .74

連續性修正 b
.08 1 .77

似然比 .11 1 .74

費希爾精確檢驗 .73 .39

線性關聯 .11 1 .74

有效個案數 4,133

註：a 
0個單元格（0.0%）的期望計數小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197.55，b

 僅針對2 × 2表進行計算

調查對象同樣被安排觀察兩組具有顯著差異的AI圖像—一組源

自國內，另一組則來自海外。經卡方檢驗後發現，皮爾遜卡方值為
99.016，顯著性p值< .001，這意味著參與者在區分不同地域來源的AI

圖像真實性方面確實展現出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當面對與自身

文化背景更為接近的國內場景的AI圖像時，參與者的識別準確率達到

了49%，這一成績顯著優於他們在面對異國場景的圖像表現。這一發

現進一步證實，文化接近性在圖像識別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

是當圖像來源於遠離參與者文化背景的異國環境時，識別難度顯著增

加，導致準確率大幅下降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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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地區的卡方檢驗表

卡方檢驗 值 自由度
漸進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單側）

皮爾遜卡方 99.01
a

1 ***

連續性修正 b
98.35 1 ***

似然比 98.09 1 ***

費希爾精確檢驗 *** ***

線性關聯 98.99 1 ***

有效個案數 4,132

註：a
 0個單元格（0.0%）的期望計數小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542.61，b 僅針對2 × 2表進行計

算：「*** p <.001」

結論與討論

通過問卷調查數據的綜合分析，本研究深入探討了人們對生成式
AI偽造圖片真實性的認知表現。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無文本資訊提示下，受訪者在辨識AI圖片真偽方面的能

力普遍較為薄弱，作出無線索的隨機決策。多數受訪者無法獨立驗證

被操縱圖像的真實性，尤其是那些高度逼真的圖片，其真實性難以被

觀看者所察覺，幾乎無法發現被篡改或編輯的痕跡。從現實生活的經

驗出發，這些極具欺騙性的AI圖片很容易誤導人們，使其誤認為它們

是真實的。此外，不帶文本資訊的生成式AI圖片出現的低準確率，進

一步印證了Powell等人（2015）的觀點，即單獨的圖像資訊相較於單獨

的文本資訊，具有更強的框架效應，能夠在沒有文本輔助的情況下影

響人們的觀點和預期行為。在大多數情境中，我們往往對欠缺核心事

實支撐的圖片缺乏深入的審視。視覺感官直接傳達給我們資訊，使個

人自然而然地作出判斷，這種直覺式的處理方式無疑降低了我們的認

知負擔。然而當圖片的資訊來源存疑或關鍵事實數據缺失時，人們常

常表現出一種認知上的惰性，往往都是「認知吝嗇鬼」，傾向於採用更

為簡單、省力的思維路徑來解決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於依賴

直覺來做決策，但直覺並非總是準確無誤。很多時候我們的判斷與預

期結果大相徑庭。這種依賴於啟發式心理捷徑的決策方式，依賴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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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直覺和本能的判斷雖然快速，但往往缺乏嚴謹的邏輯推理，因此

容易出錯。另一方面，從線索效用理論看，人們在多線索情景之下選

擇有效線索進行決策判斷（Cox, 1962）。但深度偽造的視覺資訊提供的

有效線索有限，受訪者並不知曉圖片的真實來源，圖片也沒有附加提

示等相關資訊，沒有給受訪者識別深度偽造視覺內容帶來足夠充足的

外在線索，導致辨識精準度大為下降。

第二，性別類型對圖像真實性認知的影響並無顯著區別。儘管有

一些研究揭示了公眾對不同性別在技術能力上的認知差異，認為技術

主要是由男性主導並熟練掌握，且社會和文化規範也在一定程度上助

長了男性在技術領域的更多獲得機會（Mansoori et al., 2023）。但本研究

數據揭示了一個「男女平等」的認知趨勢，便是在判斷AI圖片真偽的任

務中，男性並未展現出任何明顯的優勢。事實上，男性和女性在感知
AI圖片真實性方面普遍表現出類似的趨勢，性別之間的差異並不顯

著。深入剖析「選擇性模型」，我們不難發現女性在處理資訊時更傾向

於採取綜合的方式，她們會全面考慮資訊的主觀和客觀屬性，對微妙

的細節和線索給予足夠的重視。相對而言，男性則傾向於採取選擇性

的資訊處理策略，他們更可能依賴啟發式處理，從而可能忽略了那些

微妙的線索（Darley & Smith, 1995）。在視覺空間轉換的能力上，男性

展現出明顯的優勢，而女性則更擅長於對視覺空間資訊的專注存儲。

當涉及對靜態圖像細節的描繪和場景呈現時，女性相較於男性展現出

更高的傾向性和敏銳度（Lawton & Hatcher, 2005）。如果從對視覺資訊

的易感性角度考慮，女性通常能更快地捕捉到AI深度偽造中的虛假痕

跡與偽造線索。儘管女性在細節資訊的處理上具備優勢，但研究結果

卻顯示她們在識別AI生成圖片的真實性方面並未表現出更高的精確

度。這表明，在AI圖片鑒別的任務中，任何性別所特有的優勢均難以

體現。

第三，AI技能經歷並不會對辨識AI深度偽造圖片的能力產生顯著

影響。這種由生成式AI所生成的深度偽造圖片，可以被視為一種認知

上的威脅，因為它破壞了照片作為可靠證據的價值基礎（Fallis, 2021）。

深度偽造的圖片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是極難精確辨識的，所以依賴經

驗、習性與常規進行決策似乎是最為便捷的途徑。雙重加工理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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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資訊處理的兩個獨立認知加工系統，即經驗系統和理性系統（Osman, 

2004）。Petty和Cacioppo（1984）提出的「推敲可能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詳盡闡釋了個體態度轉變的兩種核心路徑，即

中心與邊緣認知路徑。當面對與個人緊密相關的對象或數據時，個體

傾向於採取中心認知路徑，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思

考。當對象或數據與個體的關聯度較低，或者個體缺乏足夠的動機

時，他們往往會選擇付出較少的努力，並更加依賴易於處理的週邊線

索進行認知。但在缺少上下文的經驗依賴性的前提下，受訪者並不能

從經驗系統的路徑尋求資訊處理，同樣在理性系統決策過程也沒有辦

法強調推理邏輯，有經驗的受訪者也只能尋求隨機決策，作出無線索

的直觀判斷。因此，經驗在資訊處理加工的作用是失效，甚至產生副

作用。這是因為若個體曾利用類似軟體創造深度偽造圖片，其內心會

形成一種「認知預演」，對虛假圖片的逼真性保持警惕，甚至產生「免

疫」機制，無法依賴過往經驗相似性做出判斷。研究表明，當涉及鑑別

由生成式AI所創造的深度偽造圖片時，個人的AI技術使用經驗變得不

再可靠。即便是那些熟悉並熟練掌握AI軟體技術的受訪者，其辨識AI

深度偽造圖片的能力並未因此展現出更高的水準。

第四，受訪者觀看不同文化接近性的AI深度偽造圖片時展現出顯

著差異。調查對象在國內文化背景的圖像中更容易察覺出AI的偽造痕

跡，而對於國外文化背景的圖像，其辨識能力則相對較低。這一現象

揭示了文化親近性在影響人們對AI生成圖片真偽辨識中的重要作用。

依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潛意識理論，個體的行為多數受到內

在潛意識的驅動，而決策過程則深受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文化的影響實際上構成了一種隱形的社會壓力，使得

決策者在無意識中利用自身的文化傳統進行認知判斷並採取相應的行

動（郭鵬，2016：323），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影響了人的決策。而文化

也有差別，對文化的分類實質上是一種認知過程，它涉及將眾多具有

不同特徵的實例歸類並打上相同的標籤，以「簡化」或「壓縮」這個極其

複雜多變的世界，並讓我們能夠迅速作出反應和進行有效的溝通

（Brasselet & Arleo, 2018）。文化背景在塑造個體的知覺、解讀與回應方

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個體對文化的感知通常以自我為核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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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逐層遞減，這取決於個體對文化的熟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

習慣於根據文化背景的親疏進行分類，並在處理與自己文化背景相似

的事物時，展現出更高的決策效率。文化環境的相近性與相似性對我

們做出精準判斷具有顯著影響。當面對物理距離較近或文化背景相似

的事物時，人們更容易產生共鳴，並迅速識別出異常之處。然而，當

個人接觸到與自己文化背景差異較大的事物時，他們可能會缺乏必要

的文化敏感性，難以利用自身的文化背景進行準確辨識，從而可能導

致決策失誤。

本次研究亦存在如下局限和可繼續拓展的方向：一是AI深度偽造

圖片態度認知探索不夠深入。雖然深度偽造圖片的真實性認知屬於態

度感知的範疇，但鑒於實驗條件和研究目的限制，本研究只局限於合

成圖片的真偽認知層面，後續AI深度偽造圖片所引發的行為和情感同

樣也值得關注。二是個人特徵影響認知的變數維度覆蓋面不足。對性

別、技能經歷、文化接近性三個維度的考察，只能是對生成式AI真實

性認知的部分解釋，有更多元的個人特徵可以進一步探究。三是樣本

總體豐富性存在局限。為方便抽樣調查，研究對象主要來自青年群

體，並且女性受訪者居多，這忽略了不同學歷、年齡、職業等層面對
AI真實性認知的影響，未來可採用更大樣本或更廣泛的目標群體開展

研究，以證明以上結論的普適性。

深度偽造圖片的來源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往往顯得無關緊要或撲朔

迷離。圖片本身所蘊含的資訊量，往往不足以激發受眾採取中心說服

路徑的動機。當脫離具體語境的視覺資訊處理能力受限時，邊緣路徑

往往成為主導認知的主要通道。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決策過程更傾

向於依賴啟發式線索和認知捷徑來進行資訊加工。雙重過程理論指出

我們大腦的推理決策過程，源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一種是自動

且無意識的過程，另一種則是明確且有意識的過程（Shleifer, 2012）。當

辨識策略轉向依賴自動且無意識的邊緣路徑時，這必將導致可信度的波

動。AI所生成的深度偽造圖片，通過一種視覺上的超現實感官，讓「眼

見為實」的原則受到挑戰，進而塑造出一種看似毫無修飾、直接且未經

篡改的現實視角。這種視覺內容的現實表現，其多模態性以及豐富的

直接線索，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啟發式的指引（Hameleers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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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偽造圖片資訊提供了更為根本且省力的啟發式線索，從而能夠規避

錯誤的消息參數處理，進而提升資訊可信度的接納度。這些生動逼真

的視覺資訊源自不同管道，卻增加了可信度的不確定性。

科拉維塔效應彰顯了視覺資訊的非凡優越性，在眾多感官刺激的

交織中，視覺處理能力顯然超越其他感官，它佔據主導地位而且處理

速度更快（Colavita, 1974）。相較於口頭傳達的資訊，人們通常更偏愛

信任視聽內容，因為後者往往能夠以更為逼真的方式展現出現實世界

的原貌。所以圖片理應被期待成為描繪世界真實面貌的藍圖，攝影圖

片作為其源頭，是對現實世界的可靠描繪，深深烙印著客觀性的印

記，是一種不會引起人們對現實存在產生懷疑的媒介。但是數字成像

技術的興起開始扭曲了現實的本質，數字化處理創造了「摻雜」的發

明，除了電腦本身，沒有其他來源，混雜的圖像素材僅僅是符號化的

表像，缺乏真實性和可信度（Batchen, 1994）。特別是生成式AI的深度

偽造技術，已經超越了「恐怖谷」的閾值，進一步削弱了「圖像真實性」

的固有防線。在埃爾達格森（Boris Eldagsen）的洞察中，AI生成的圖片

是一種「啟示性攝影」，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複製或剽竊。相反，人類的

智慧被巧妙地委托給了演算法，這些演算法存儲了所有的疊代過程，

掌握了我們集體無意識的深厚知識。因此AI實際上是在踐行柏拉圖的

理念論，即知識和真理的本質並非源自物質世界，而是源於抽象的、

理想的形式。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構建一個「紅綠燈體系」，即人類

社會亟須對圖片進行明確標註，區分為真實、經過操縱或生成的三種

不同類別，以確保資訊的透明度和準確性（Williams, 2023）。AI所催生

的虛擬與現實的無縫融合正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常態。科學技術的

介入令視覺媒介構建多元、多重的流動性「真實」，「看」世界的角度趨

向於高度統一，但深度偽造圖片以高度明晰的「可見性」遮蔽了建構和

組織世界的本質（胡翼青、王沐之，2022），AI技術描摹出世界想像的

豐富可見度，卻意味著對真實世界的不可見性增強了。若我們未能採

取果斷行動，以確保構建一個能夠明確區分真偽的資訊生態系統，我

們可能會面臨一場如奧瓦迪亞（Aviv Ovadya）所描述的「資訊災變」。這

一災變象徵著思想市場的毀滅性失敗，人們在不斷接觸錯誤資訊的過

程中，逐漸失去了對所見所聞的信任，最終滑向「現實冷漠」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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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實世界的感知和關懷日漸淡漠（Ovadya, 2018）。此時沒有人相信任

何真相，也沒有人相信任何謊言。

註釋

1 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昌弘提出了恐怖谷效應（uncanny valley），說明當人類
接觸到某些類似人形特徵的機器人外觀之時，通常會由於物體外觀或是行
為過於複雜而難以區分，導致認知失調後引發不適感甚至是恐懼、反感的
情緒。參見Mori, M., MacDorman, K. F., & Kageki, N. (2012). The uncanny 

valley [from the field].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19(2),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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